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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财政思想的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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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传统王朝的财政有一个基本的边界：财政收入建立在君主对天下所有土地支配权的基础上，
以来自农户家庭上缴的田赋为主要收入形式，对工商业则实行一定的抑制；财政支出以维持国家相对固定的职能

为主，贯彻量入为出的原则。可在晚清时期，国家共同体遭遇到重大生存危机，此时传统财政收入远远不足以支持

迫在眉睫的支出要求，财政先后出现收支危机、制度危机与价值危机，面临着转型的强烈要求。晚清思想界在财政

支出、财政收入、财政管理等方面，对于财政向现代转型，做出了解释和说明。由财政转型的要求，当时的思想界又

提出了国家转型的问题。因此，晚清为国家共同体生存而进行财政转型的思想，最终促成了对国家转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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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历着从传统财政向

现代财政、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本文的

目的，是以晚清财政思想的转向为中心，探讨晚清财

政思想向现代转型的背景、内容及其后果，从而为进

一步研究中国财政乃至中国国家向现代转型奠定基

础。

一、晚清财政思想转向的背景：财政危机与国家

转型需要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传统财政有一个基本

的边界：财政收入建立在君主对天下所有土地支配

权的基础上，以来自农户家庭上缴的田赋为主要收

入形式，对工商业则实行一定的抑制；财政支出以维

持国家相对固定的职能为主，努力贯彻量入为出的

原则［１］。

可在晚清时期，当中华国家遭遇到重大的生存

危机时，传统财政收入远远不足以支持迫在眉睫的

支出要求，由此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正是在财

政危机的推动下，传统财政不得不向现代转型，以支

持国家的生存，而这一财政转型又推动了国家转型

的发生。

晚清财政危机大致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财政表现出来的收支危机。

在对外战争一再失败的前提下，军费、赔款和洋务等

支出远远超出了以田赋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收

支出现赤字，财政就缺乏可靠的财力去维持国家活

动甚至生存。虽然清廷在传统财政框架内，从收支

两方面努力应对，如实行了开捐输、清库、裁减经费

开支等举措，但仍无法弥补不断扩大的收支差额。

显然，传统财政框架内已无法解决这样的收支危机，

财政遭遇到根本性的危机。

于是，晚清财政从第一个阶段的收支危机，发展

为第二个阶段的制度危机。就是说，克服此时的财

政危机，已不能在原有收支范围内努力，而必须在制

度层次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要生存（避免亡国灭

种），就必须增加财政收入（突破传统财政的量入为

出原则）；要增加财政收入，只能依靠增加工商税收

（突破传统财政的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收入形式必

须加以转换；要增加工商税收，就必须以国家的力量

来帮助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突破传统财政的消

极国家职能观）；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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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造，而改造之先首先要实

现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这就对国家转型提出了要求。

就这样，在上述财政制度危机之后或几乎同时，

在现实的要求下，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与思想冲

击下，晚清财政危机发展为第三阶段的危机，即价值

危机。这种价值危机体现在要为抛弃传统财政，接

受工商税收、工商经济乃至服务于工商经济的现代

国家制度提供合法性说明。事实上，这种说明同样

也是对国家转型的价值说明。

总之，财政转型的现实需要，要求思想界给予价

值方面的说明；或者说，只有思想界能够说明财政转

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转型活动才会发生。就这样，

晚清财政思想开始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探索，这一探索同时也是国家转型的思想变化路径。

二、财政支出思想转向：量出为入原则的接受

中华国家很早就奠定了对外对内的基本格局。

经过秦皇汉武的大规模征战，中华传统国家向南和

向西的版图扩张已大致达到极限，向北则处于战略

优势中，由此确立了中华民族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

汉初官僚制度的深化和诸侯国问题的解决，中华国

家对内也确立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基本生存空间

与政治秩序奠定后，国家职能应该采取积极主义还

是消极主义？这一问题在公元前８１年的盐铁会议

上被反复讨论，占据上风的意见并成为后世主导性

原则的，是对国家职能的消极主义态度。就是说，国

家对社会应采取相对消极无为的态度，只应履行相

对固定的职能。由此决定了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是

“量入为出”，即以相对固定的收入支持国家相对固

定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该原则，就意味着对

传统国家职能的坚守，而这又意味着对传统国家制

度的坚守。面对１８４０年以后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朝野上下一开始在思想上仍坚持着这一财政原则，

但在现实面前，财政实践无奈地实行“量出为入”，

为不断增长的支出寻找收入支持。

１８５２年，面对巨大的支出压力，咸丰皇帝在上
谕中说：“国家经费有常，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已日

形短绌，近复军兴三载，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

两。部库之款原以各省为来源，乃地丁多不足额，税

课竟存虚名！”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无论何款，赶

紧设法筹备”［２］。这是典型的面对支出压力而寻找

收入来源，从而实质性地突破了量入为出的传统原

则。

随着现实中“量出为入”行为的经常化，特别是

随着西方现代财政思想与实践的传入，思想界在逐

步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接受了量出为入

原则，肯定该原则的合理性。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强

调财政支出的目的应该是使国家能积极担负起必要

的职能。这一必要的职能，除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军

事危机外，重要的是要为民众提供服务，要促进经济

增长，并由此来获取财政收入。如王韬强调，英国财

政“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

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借以养民而便

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２］

到了２０世纪初，在空前的财政危机下，量出为
入原则在实践中势属必然，在认识上则被进一步高

度肯定为不同于家庭、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财政原则。

如《东方杂志》１９０５年第２期就从家庭财政与国家
财政的比较立论说，“一家之预算，量入以为出；一

国之预算，量出以为入，此治财政者之恒言也。”而

１９１０年大臣徐世昌则从古今区别来肯定量出为入
原则：“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今之制国用者，

量出以为入。盖以财限事则庶政坐困，因事理财则

百废兴举。”［２］甚至身属最高统治阶层的庆亲王奕

，也接受了类似的看法：“一则量入为出，于节流

之意为多，而政策常偏于保守；一则量出为入，于开

源之道为重，而政策常主于进行。所谓积极与消极

主义，既有不同办法，遂以各别。”［２］

量出为入原则的全面接受，从消极的方面看，是

对现实中巨大支出压力的无奈承认，从积极的方面

看，是对政府应承担现代职能、国家该转向现代的一

种认识。量出为入原则的背后，是对传统“轻徭薄

赋”理想仁政的放弃，这既是现实的逼迫，也是理性

的思考。黄遵宪在１８９５年《日本国志》中就主张中

国应实行重税，认为如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重税

“非惟无害，而损富以益贫，调盈以济虚，盖又利存

焉。”（《日本国志》卷十七，食货志三）。对此，严复

更是给出明确的说法，即 “赋无厚薄，唯其宜”，认为

财政征收是否“宜”的标准，不在于税率的高低，而

是以人民的负担能力为转移，主张国家应积极地

“为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原富》）。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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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看，上述财政支出原则的改变，已不是简单地

对支出方向与收支平衡关系的调整主张，而是对国

家职能重大转变的深刻认识，即从维持现状的消极

主义财政职能取向，变为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和社会

的积极主义财政职能观。

三、财政收入思想转向：从工商业寻求财政收入

中华传统国家的主体疆域是长城一线以内的农

耕区。在这一区域内，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成

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按照杨宽先生的说法，从战国

到清代中期，占经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五到八口之

家的小农家庭，耕种３２亩左右的土地（自有土地或
租佃而来的土地）［３］。因此，传统国家的经济基础，

一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有极强生命力的小农经济，

财政因此主要依靠以农户为基础的田赋收入，这也

是正统的财政收入形式。

问题是，如何处理工商业？一方面，工商业可以

动员和集中大量资源，可以实行劳动分工而提高效

率，从而创造出极大的财富，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

来源；另一方面，工商业从业者及其财富，在相当程

度上属于自由资源，易于流动与集散，容易破坏社会

的稳定与各阶层势力的平衡。对于工商业的处理，

在公元前８１年盐铁会议上形成的主导意见并成为

财政原则的是“重农抑商”，不以工商业作为财政收

入的来源。

不过，在晚清财政巨大的支出现实压力下，在传

统节流措施已无计可施的状况下，朝野上下不得不

想方设法“开源”。一开始，对开源的设想还是相当

传统的，如魏源提出的屯垦、采矿等措施，受西方影

响的洋务派提出的由政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的做法，也不脱传统中谋求官营经济利润的影子。

不过，随着现实中源于商业的厘金、海关税等财政收

入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及西方商业富国的经验影

响，思想界对商业以及民营工业的作用日益强调，并

将其提高到富国的高度，认为财政应该以工商业为

主要收入源泉。

作为洋务运动时期务实的大臣，李鸿章高度重

视工商业对于财政的重要意义：“欲自强必先裕饷，

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文忠公全集·奏

稿》）。“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

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

口等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商战》中强调：“国以商为本”，中国必

须“振工商以求富”，“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

端”，并反对官督商办这样的工业形式。身为李鸿

章的幕僚，并积极参与早期洋务派引进坚船利炮活

动的马建忠，在被派往欧洲学习之后，认识有了相当

大的改变：“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

之精，兵纪之严；及批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

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

赋税可加，则盍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

可期。”［４］就是说，政府的职能首先是护商会、得民

心，由此发挥职能才能求得富强。稍后的陈炽，对此

也反复强调，认为培护工商业作为税源，才是增加财

政收入的根本。“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

“工者，商之本也，生人之利用之源也”（《庸书·外

篇》）。

至此，工商业可以强国富国已得到全面的认同。

当然，严复更为强调的是，只有给民众自由的空间，

让他们以自己的私利来引导发展工商业，才会真正

具有效率，“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

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

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原强》）。他警告说，如果国

家干预经济，“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

乱之道也”（《原富》）。

如果将财政收入来源转向工商业，那将意味着

传统财政与传统国家制度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

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要转型，要从农业

国转向工业国，发展商业活动；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财

政命脉将控制在普通民众手中，因为工商业资产是

流动的，其盈利水平决定于从业者的积极性，没有对

个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障，工商企业就不可能有

可靠的发展。这两方面，实际上对国家整体转型提

出了要求。

四、财政管理思想的转向：现代预算制度的引入

在量出为入的现实要求与西方国家经验的映照

下，为了弥补不断增长的支出需求，清政府除了增加

田赋附加外，还致力于从工商业获取收入，开征各种

税捐。上述财政收支两方面的变化，对财政管理提

出了要求，即要求对各种新增的支出要求与新的收

入形式进行一定的合理化整顿。这种合理化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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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传统财政管理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但更多的

资源显然来自于对西方预算制度的借鉴，其目的在

于统一地、完整地、公开地和理性地安排财政收支。

西方国家的预算制度，在晚清时期被有识之士

反复鼓吹。黄遵宪在 １８８７年定稿的《日本国志》

中，就介绍了西方的预算制度，高度肯定其具有的理

性计算、向社会公开等方面的特征：“泰西理财之

法，预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

干，———普告于众，名曰预算。及其支用已毕，又计

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干，亦一一普告于

众，名曰决算”。实行财政预算制度，在郑观应看来

主要是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并使管理理性化，如杜绝

滥收滥支，“胥吏不得上下其手，官司不得中饱其囊

橐”，使“商民不相加纳”（《盛世危言·度支》）。

１８９４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度支》一文中，详

细提出了合理化预算的步骤，体现出对现代预算所

应有的统一性、完整性的重视：

（１）首先，应确定支出数。“当仿泰西国例，议

定一国岁用度支之数”，“先举其大纲，次列其条目，

畴为必需，畴为可省，畴属无益，畴尚缺乏。滥者节

之，乏者增之，必需者补之，无益者削之。合京省内

外而通计之，则经常之数可得也。”

（２）然后再确定财政收入之数。“核查行省二
十一部每岁田赋所入者几何，地丁所入者几何，洋关

税所入者几何，常关税所入者几何，厘捐所入者几

何，盐政所入者几何，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筹防

台炮捐所入者几何，油捐、茶税、丝税及一切行贴、典

贴、契尾杂款所入者几何，每省立一分册，核定入款，

详列其条目，刊布天下。”

（３）最后编制平衡表。“凡一出一入，编立清

册，综核比较为赋财出入表，出有逾则节之，不可任

其渐亏也；入有余则储之，不可供其虚耗也。”这就

是“合国内各省通盘理财之法也”。（《盛世危言·

度支》）

康有为则重点强调预算的公开性，他说：“泰西

国计，年年公布，有预算决算之表，…今吾户部出入，

百官无得而知焉，…是益以愚我百官而已。与民共

者生爱力，不与民共者生散力。”［５］

除了运用预算进行财政管理外，有识之士还提

出以银行代理国库、在中央与地方间划分权力、开发

税源等管理方面的要求。

五、从财政转型到国家转型的思想发展

财政转型，不仅是收支项目及其管理制度的调

整，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对财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

新的论证。在传统财政中，子民耕种君父的土地而

纳粮服役，说得好听点是给大家庭尽义务，说得难听

点是交租金。可在现代财政中，赋税主要出自百姓

的私人收益（来自于工商业的收入），必须要对百姓

为什么要纳税作出说明。这种对税收理论说明的要

求，最终带来对国家转型的要求。

百姓为什么要给政府交税？陈炽的答案是，因

为政府给予了商民保护。换言之，政府也只有保护

了商民，才能征税。他说，“泰西各国，上下一心，保

护商民，无微不至，而税则一事，隐操轻重之大权”

（《庸书·外篇》卷上《税则》）。黄遵宪强调：“能以

民之财，治民之事，以大公之心，行一切行政，则上下

交征利，而用无不足”（《日本国志·食货三》第１７
卷）。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强调：“凡

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苟不为民，

作事虽轻，亦怨矣。”１９０７年４月，《时报》发表“论
国民当知预算之理由及其根据”的文章，也对此作

出了说明：“欲维持国家之生存发达，不得不征收租

税以应支用。然租税之负担在国民，非得国民之承

诺而徒恃强制力以征收之，未免为无理之举动。故

立宪国家所以必待议会承诺者，盖恐国家流于专断

有伤人民之感情也。”［６］

受西方思想影响颇深的严复，给出了最为理论

化的说明：“民生而有群，徒群不足以相保，于是乎

有国家君吏之设。国家君吏者，所以治此群也。治

人者势不能以自养，于是乎养于治于人之人。而凡

一群所资之公利，…皆毕待财力而后举。故曰：赋税

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原富》）。可见，严复的论

证是从社会契约论立场出发的，这是现代政治的逻

辑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家征收赋税不是“为私”，

而是要“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原富》）。受西

方思想影响但其学术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谭嗣

同，也做出了基本相同的说明：“生民之初，本无所

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

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

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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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事

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于之通义也”［７］。

也就是说，上述言论从论证税赋合法性的要求

出发，得出了对现代国家的要求，其逻辑过程是：国

家建立在拥有权利和财产的民众基础上，应民众的

需要而成立，只有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政府，才能从民

众中获取税收。这一理论说明所针对的国家，显然

是现代国家而非传统国家，而这样的财政是现代财

政，而不是过去以君主产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

怎样才能让百姓愿意交税？学者们提出的方法

是开议会和预算公开。开议会是要让民众决定预算

的构成，预算公开是要让民众监督预算的进行。这

是因为在现代财政中，纳税人不是被动的纳粮应役

的黔首，而是财政收支的最终决策者与监督者。只

有开议会和预算公开，才能证明民众缴税实际上是

为自己的事情提供资金支持。如陈炽在《议院》篇

中指出，中国设议院就可“合亿万人为一心”，“夫民

心即天心也，下协民情，上符天通。”并指出议院的

主要职能就是“朝章国政，及岁需之款，概决于民，

而君亦几同守府者也”（《庸书》外篇卷下《议院》）。

而郑观应则强调，每年年终把该年预算执行情况

“刊列清账，布告天下”，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

由于国家财政收支公之于众，即使取民稍重，而“百

姓不怨”。黄遵宪在《日本国志·食货志·国计》中

的说法是：“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

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

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

１９０６年《南方报》刊载“论中国于实行立宪之前

宜速行预算法”一文，对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之间

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的说明：“所谓预算者，国家预定

收入、支出之大计划也。盖国用之收入，收入于民

也。收入自民，故不能不求民之允诺，不能不示以信

用。预算者，示民以信用之契据也。国用之支出，亦

以为民也，支出为民，故不得不邀民之许可，欲民许

可，不得不受其监督。预算者，授民以监督之凭证

也。”

不仅民间，官员也有如此看法。１９０６年御史赵
秉麟指出：“东西各国之财务、行政，必须国民以两

种监察：一、期前监察，承诺次年度之预算也。二、期

后监察，审查经过年度之决算是也。故国民知租税

为己用，皆乐尽义务；官吏知国用有纠察，皆不敢侵

蚀。”［２］

预算制定与监督，只能由议会来进行，或者说从

对预算的要求，得出了（至少是加强了）对议会的要

求。因为财政监督权是议会“相依为命而不可须臾

离者”，“议会对财政的监督被看作全部监督权的灵

魂，是议会职能的命脉”（《时报》１９０８年 ４月 ２９
日）。就是说，因为税收源于纳税人的财产，所以必

须以预算公开与纳税人代表（议会）监督的形式来

承认这一点，所以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结构。

这实际上是要求对传统财政和传统国家政治结构进

行重大的转型。

就是说，晚清知识界从对财政转型思想的探索，

最终论证了国家转型的合法性。严复以现代国家的

眼光来考察传统财政，他的发现是：“秦以来之君，

正所谓大盗窃国耳”，“转相窃于民而已”。通过中

西对比，他强调有两种不同的国家：“西洋之言治者

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

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

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

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

其卑且贱，皆奴虏子也”（《辟韩》）。当然，站在今天

立场可以看到，国家的基础在君主还是在民众，不是

中西的差别，而是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因

此中西的对比，最终转化为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

代国家转型的要求。

六、结论

本文以晚清时期思想界对财政转型乃至国家转

型的探索为中心，探讨这一思想过程的发生发展与

内在逻辑。总而言之，晚清在面临国家共同体生存

危机之时，在现实中不得不突破原来的传统财政原

则。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变化，从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和财政管理等方面，来说明和应对这一现

实变化，并进而从理论上提出了国家转型的要求。

通过上述对中国财政转型思想过程的揭示，可

以发现晚清知识界对财政转型乃至国家转型在价值

上的论证，其基础都是共同体的生存。这种从“共

同体目标”出发论证财政转型及国家转型的合法

性，并以此作为实践的依据，其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姜

义华先生所称的“中华天下国家责任伦理”，一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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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个中国人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

理”［８］。从这一术语体系出发，可以将中国通向现

代国家的财政道路命名为基于责任的道路。

这与西欧以个人权利为基础通向现代国家的道

路具有鲜明的不同。在西欧，现代国家的起点是中

世纪的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各主体几乎都拥有

适合自己身份并基于个人财产的“主体性权利”［９］。

因此，国王平时靠自己的收入生活，无权侵犯各主体

的私有财产权利。只有在出现公共需要时，国王才

能召开各等级共同参加的会议，只有基于等级会议

的同意才能征收一次性的助税。后来，在长期战争

环境下，助税被频繁地征收，从而慢慢发展成为常规

性税收。在思想上，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论，对

国家的形成及以税收为形式的财政义务进行了说

明［１０］。

上述基于责任、追求共同体利益的中国财政转

型道路，对中国后来财政发展乃至国家转型活动影

响颇深。财政上从晚清民国时期失败的税收型财政

转向新中国现代家财型财政，到１９７８年后再次转向

税收型财政［１１］，以及诸种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与

变化，都与这一财政道路相关。甚至当今在现实中

大量出现的政府野蛮拆迁以及肆意剥夺私有财产权

的行为，也大都打着“共同体利益”的旗号。因此，

今天的中国，应该在肯定这种以共同体责任为依据

的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一定的反

思，并着重肯定“权利”在进一步国家现代化过程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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